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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New Town Planning in Sweden and Its Social Impacts under the
Conceptual Influence of People's Home
WU Songtao, WANG Jingyuan

Abstract: The core tenet of Marxism places people at the center, and countries influ‐

enced by Marxism have developed unique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s and practices.

Along this line, the concept of People’s Home emerged and evolved in Sweden be‐

tween the 1930s and the 1970s. The concept is embodied in the country’s new

town development backed by spatial planning and public policies. The paper ex‐

plain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concept’s emergence and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un‐

derpinnings by dissecting the“ABC”-Town theory proposed during the planning pro‐

cess. Focusing on Vällingby, it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ABC”-

Town concept. Through a social impact analysi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he

concept of People's Home can positively influence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spa‐

tial planning. Four critical factors for success are identified, specifically, the techni‐

cal standards used in the ABC-Town planning, a management mechanism emphasiz‐

ing government-expert cooperation throughout the planning process, policies ensuring

equitable accessibility to housing, and the recognition of Vällingby as a national cul‐

tural heritage.

Keywords: People's Home; centrality of the people；ABC-Town; new town sample;

Vällingby; social impact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贯穿于反映人民实践、捍卫人民利益的科学

理论体系始终[1]。马克思与恩格斯将人民对城市的占有与管理看作解决一切城市

问题的根本途径，由此开启了对城市“人民性”的探索[2]。许多在不同程度上受马克思

主义影响的国家都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进行了结合本国国情和体制的适应性探索，瑞典

就是其中之一。1889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诞生于工人阶级的瑞典社会民主党[3]，曾在

1930—1970年代领导瑞典经历过一段社会主义特征明显的发展阶段，根植于马克思主

义人民性，遵循瑞典独特的“中间道路”路线，提出了“人民家园”的目标理念[4]，并

基于民族传统、时代特征与制度文化，系统性地展开了从局部空间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

目标的整套综合实践，在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与城市实

践体系，成为此后瑞典社会发展的基本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为重要的社会影

响，时至今日仍在不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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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人民家园”理念下的新
城规划实践及社会影响研究
吴松涛 王婧媛

提 要 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属性，世界范围内不同程度上受马克思

主义影响的国家都形成了独特的观念诠

释与理念探索。瑞典在 1930—1970年代

提出了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人

民家园”目标理念，并在一系列空间规

划体系与公共政策的支撑下，从理念转

化为以新城建设为主要场域的大规模规

划实践。结合“人民家园”理念的产生

背景及理论内涵，剖析规划实践过程中

提出的“ABC”理论，同时再次聚焦实

践 “ 新 城 样 本 ” —— 魏 林 比 ， 探 索

“ABC”理论在其中的应用及发展，并进

一步通过社会影响分析，探索“人民家

园”理念如何通过作用于物质空间规划

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总

结为 4个方面：以“ABC”理论为代表

的规划技术方法、“政府—专家”全程合

作的规划过程管理机制、落实“人人平

等拥有住房”的政策支撑以及认定魏林

比为国家文化遗产。

关键词 人民家园；人民性；“ABC”理

论；新城样本；魏林比；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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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典“人民家园”理念

1.1 “人民家园”理念背后的哲学内核

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使各国

都迫切需要在被各种极端思想撕裂的世

界中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1932年
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面对大萧条

造成的不安全感，提出在当时相互对峙

的美国自由经济体制与苏联社会体制之

间走一条相对温和的中间道路 （the
middle way）路线[5]，尝试将社会主义计

划、瑞典政体和资本主义企业结合起来，

由国家、消费者、生产者进行干预，使

资本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运转”，为整个

国家的最大利益服务[6]。
“中间道路”的形成吸纳了凯恩斯主

义、社会社团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理论

思想。其中，发轫于1900年代的社会社

团主义是解决北欧住房问题的关键所在，

广泛作用于税收、产业、农业、劳动力

市场与住房租赁行业[7]，1930年代伴随着

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和“中间道路”路

线的确立而在瑞典蓬勃兴起。此外，实

用主义的重要体现在1936年出版的《瑞

典：中间道路》一书中有所描述，该书

一经出版就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作者马

奎斯·柴尔兹(Marquis W. Childs） [8]总结

“中间道路”的成功在于“当局愿意调

整，愿意妥协，愿意面对现实”，以及

“当局重视谨慎、渐进的制定和执行社会

主义计划，比起计划最终的目标，他们

更关心社会秩序的福祉”。

“人民家园”理念是瑞典“中间道

路”路线的显化概念（图 1），是在“中

间道路”立意下，具体指导社会、经济

改革与物质空间发展的蓝图，并衍生出

一套与国家治理体制一致的公共政策及

空间规划体系。

1.2 “人民家园”的理念蓝图

时任瑞典首相、社会社团主义者佩

尔 •阿尔宾 •汉森（Per Albin Hansson）
在1928年1月18日的著名演讲中描述了

一个这样的社会愿景：“美好的家园没有

特权或不幸，没有偏爱或不受欢迎，没

有人看不起对方，没有人损人利己，强

者不欺掠弱者，是一个平等、仁慈、合

作、乐于助人的美好家园”[9] 。
汉森认为，“人民家园”理念的落实

需要夯实 3项基础。第一，国家和政府

以及大型的公共社区机构是“人民家园”

的基础；第二，家庭、学校和自我教育

是“人民家园”中必须保障的要素；第

三，工农共融是“人民家园”的基石。

投射到当前，即城乡问题、城镇化问题

的妥善处理。见图2。
“人民家园”锚定所有人民并强调要

瑞典政体
凯恩斯
主义

公共政策 空间规划体系

实用主义

社会社团
主义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中间道路

“人民家园”

图1 瑞典“人民家园”理念与“中间道路”路线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 of People's Home and the middle way route

图2 “人民家园”理念及实践框架
Fig.2 The framework of People's Home

资料来源: 根据佩尔 •阿尔宾 •汉森演讲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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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能使邻里之间建立情谊的社会

和物质空间，除了老有所养、幼有所教、

男女平等之外，要为成年人提供充足的

工作岗位，为城乡共融创造环境和条件，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有丰富的供给[10]。
这些目标直接反馈为空间规划体系与公

共政策的具体方向。

从 1940—1950年代开始，“人民家

园”的目标理念开始在物质空间层面呈

现，这一阶段改善住房质量是核心目

标[6]。如在斯德哥尔摩，从 1950—1970
年间每年得以规划和建设一个全新的城

区[11]，这些新城逐渐成为了通勤、社区

和就业中心。

2 “人民家园”目标理念下的斯

德哥尔摩新城建设——魏林比

1954年建成的魏林比(Vällingby）新

城是“人民家园”理念落实的一部分，

位于斯德哥尔摩市海瑟尔比-魏林比区

(Hässelby-Vällingby） [12]，初期设想至少

2万—3万名居民在此生活。新城包括多

个城区，每个城区有各自的中心，沿地

铁线成串分布[13]。图3详细展示了魏林比

城区与魏林比中心的规划。

1960年代至今，学术界都将魏林比

作为一个先锋新城来研究，认为它与

“人民家园”倡导的国家模式相契合，集

中体现了“中间道路”这一思想体系，

在这里创新实践了一种规划范式——

“ABC新城”(ABC-Town），将公共福利、

工作岗位供应、住宅与社区中心凝聚为

一个整体。

2.1 “ABC”理论：20世纪多种新城

理论的集成与升级

2.1.1 理论源流

“ABC”理论是在“人民家园”思想

背景下融合、改良了多种理论而形成的。

19世纪诞生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

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理论，

带有乌托邦色彩，对瑞典的新城建设产

生了重要影响，瑞典早期的实践延续了

18世纪卢梭“回归自然”的哲学信条，

混合着瑞典地方主义与民族浪漫主义，

尝试在远离城市中心区的自然景观所在、

世代农耕记忆所在之处开辟理想中美好

的花园新城。但很快绅士化、白领化的

趋势就引起了当局的警惕，1926年斯德

哥尔摩市开展“自建住房计划”[14]，对

“田园城市”规划理念进行社会性改良，

即由国家批量生产标准化部件，建筑师

负责在规划层面把控建筑的外观，最后

由每个家庭开展自建。这一制度奠定了

瑞典新城发展中面向“全体人民”的核

心价值观，以人人平等拥有住房、人人

平等享受服务为新城建设的基本目标。

20世纪初美国城市规划师科拉伦

斯·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邻里

单元”（Neighborhood unit），作为“田园

城市”思想的余脉，也是指导瑞典新城

规划的重要理论之一。1930—1940年代

的新城发展初期，斯德哥尔摩周围的郊

区呈现单一住区功能，在“邻里单元”

理论指导下，新城规划师们试图将社会

服务与商业服务纳入新的城市空间[15]。
然而发展情况逐渐显示出，许多新城仍

缺少一个重要部分——工作。

二战后，同样作为“田园城市”思

想余脉的英国“新城运动”（New Town
Movement），强调建设既能生活又能工作

的、平衡和独立自足的新城[16]，瑞典受

其影响，明确了新城建设应以分散老城

的就业为基础。

此 外 ， 刘 易 斯 • 芒 福 德 （Lewis
Mumford） 的《城市文化》瑞典译本在

1940年出版，深刻影响了瑞典对新城建

设活动背后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的认识，

催生了国家层面新城发展建设与福利制

度推行的合二为一[17]，自此具有瑞典独

特政治理念与文化理念的新城规划模式

逐渐清晰。帕特里克 •阿伯克龙比（Pat⁃
rick Abercrombie）于 1944年编制的《大

伦敦计划》又进一步为瑞典的新城规划

纲领提供了行动方案参考，由此瑞典的

新城规划理念落实转化为一个独特的规

划模型——“ABC”理论模型[16]。
2.1.2 “ABC”理论模型

“ABC”是瑞典语的首字母，“A”即

“工作”（arbete），“B”即“住房”（bos⁃
tad），“C”即“中心”（centrum）。其目

标是建造具有独立特征的卫星城，与母

城保持较强联系，在此工作的人应达到

一半以上[12]。基于这一理论最初构想了

两种规划模式（图4）。
模型一，城区与产业区间隔布局，

各自有独立的轨道站点，可通往主城区，

站点间隔约 1800 m，所有住区都布局在

站点 900 m以内，这一径向距离也大致

决定了新城的最大尺度[6]，初步设想容纳

约3.3万人。模型二则更为紧凑，城区中以

公寓住宅为主，轨道站点间隔约1100 m，
初步设想容纳约 2.4万人。经实践验证，

第一种模式更为成功。图 4同时详细解

析了第一种规划模型的各类用地布局和

规模，其中公有的“共享耕地”（瑞典语

kolonilotter），是由政府出租给个人用于

小规模种植的土地。

2.2 “ABC”理论模型在魏林比规划结

图3 魏林比新城1951年总体规划
Fig.3 The masterplan of Vällingby in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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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的落位

“ABC”模型中以“工作”“住房”

“中心”三要素为核心的布局模式呈现出

五种结构特征，分别为：①聚焦“工作”

要素，沿地铁线形成“工作—中心—工

作”的城际布局模式；②聚焦“住房”

要素，围绕中心形成“公寓住区—独户

住区”的住区布局模式；③聚焦“中心”

要素，在新城中形成“城区中心—邻里

中心”的两级中心体系；④以“中心—

住区—工作”的空间组织逻辑融合三项

要素，建构起产城融合的新城形态；⑤
在交通层面形成“轨道—车行—慢行”

相互独立的交通体系。这些特征均在魏

林比新城的规划中得到落位。见表1。
此外，魏林比新城重视将建筑与丰

富的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相衔接。尽管

住宅呈现出规则、秩序的标准样板形式

以体现人人平等、每个家庭平等，但从

城市维度出发，延续并保留了丰富的自

然景观形态，如从空间层面组织起与格

里马斯塔森林 （Grimsta） 和梅拉伦湖

（Mälaren） 的联系，由于大多数瑞典人

成长于密切接触自然的环境中，融入自

然景观能够提供给居民一种“家的感

觉”，含有“人民家园”的社会含义。从

整体的交通系统也可看出城乡空间呈现

出和谐共融的特色。见表1。

2.3 魏林比新城中的“ABC”要素分析

“ABC”理论所倡导的工作、住房、

中心三要素在新城空间中的组织逻辑为

魏林比成为一个产城融合的新城奠定了

结构基础，此外针对三要素进一步的规

划设计和政策设计是魏林比成为理想新

城的关键。

2.3.1 就业：工作岗位的保障是新城繁

荣的基础

对比魏林比与其他两个“新城运动”

早期的新城实践（表 2），英国的斯蒂夫

尼奇（Stevenage）设置了较高的就业门

槛使得新城的阶层过于单一，芬兰的塔

皮奥拉 （Tapiola） [12]在第一阶段的实践

中甚至没有规划工作空间，导致这两个

新城在发展初期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新

城运动”强调产城融合的初衷。魏林比

则在建成之初就在就业方面显示出成效，

虽然大多数企业在魏林比的落户时间晚

于计划，很多居住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的

人来魏林比工作，下班后依然回到市区

生活，但魏林比仍然实现了近一半的人

口就近工作①，体现出新城在工作岗位供

应方面的成效。

2.3.2 服务：“人民家园”中大型综合

的公共社区机构

“人民家园”理念蓝图中强调国家和

政府是“人民家园”的主体，一方面指

由国家和政府掌握组织公共服务的权力，

另一方面指大型的公共社区机构群将作

为新城的中心与核心。

分析魏林比新城的“中心”要素

（图 3）可知：从结构层面，魏林比中心

（Vällingby Centrum）既是综合服务中心，

也是交通集散中心，这一复合结构的中

心模式作为如今TOD模式的雏形，广泛

影响了全球的城市，揭示出公共服务的

组织既是治理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在

配套层面，满足面向全体人民的综合服

务需求，功能包括零售商业、电影院、

图书馆、社区中心、医院、教堂和一定

比例的公寓，影响了此后TOD开发的综

合配套模式；在交通层面，人车分离的

慢行体系成为此后全球慢行友好空间的

先驱之一，在人车分离的基础上，各种

各样的商店和服务，连同交通枢纽、休

憩设施、环形铺路、喷泉，以及特色鲜

明的灯柱和店招设计，综合营造出富有

创造力的慢行空间，对这些要素的积极

描述此后不断出现在全球各地规划师、

建筑师们的魏林比新城游历记录中[18]。
2.3.3 居所：实现“人民家园”目标理

念的核心

住房的公平供给、条件改善和环境

提升是整个 1930—1970年代瑞典落实

“人民家园”理念、发展福利国家的基

石。二战前斯德哥尔摩的城市密度是伦

敦的两倍，租金是哥本哈根的两倍，住

房条件是欧洲最恶劣的城市之一。为实

现“人人享有负担得起的体面住房”，

“人民家园”理念体系在居所层面重点关

注 3个问题：住房的充足供应、公平分

配、公平使用。

从住房供应的角度看，魏林比规划

图4 “ABC”理论规划模型
Fig.4 ABC-Town model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2]改绘

����IN�

�����
����IN�

�����IN�

�����IN�

�����IN�

�����
�����IN�

����IN�

�����
����IN�

���IN�

�����
������IN�

��IN�

�����
�����IN� ��IN�

�����
�����IN��IN�

�IN�

��*�

5�

����*�

(���*�

�5*�

��>����

>����A3�?

>����

����

���

E�

5�

D�+B'��

D�+B'��

D�+"=�

D�+#��

�/��

!D��0

D�+#��

D�+"=�

���

��

@3�

!B�

4)�

*�1� >����IN�

��*� ����

���� ��

(���U�����
U ��

�@ ���

=��� �

��EF��U�@U �

����U�@U �

D��"��� �

����5� ��

�
�
*
�

�� ���� ����N

113



2023年第 5期 总第 279期

实践中对住房模式展开的多类型探索重

新定义了居住空间和人民的现代生活方

式，是整个瑞典历史居住传统、现代功

能主义与时代社会需要的融合缩影（表

3），成为了 1965—1974年间“百万住房

计划”[19]的住区原型，此后两间卧室一

间厨房的公寓成为最低标准，公共绿地、

文化设施与就近的工作和商业不再是精

英阶层的专属。

在保障住房充足供应的基础上，国

家基于“社会社团主义”思想形成了一

套“社团主义推行政策”（coporatist
implementation）②，专门作用于整个瑞

典的住房租赁行业，包括租金控制政策

以及保障租户在日常生活与住房更新等

多方面享有参与决策权的住房民主政策，

以此实现住房的公平分配与公平使用[20]，
保证了城市居民与迁入城市的乡村人口

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低价、高标准的现

代住房[21]，成为了解决瑞典住房问题的

关键政策，也进一步促进了城乡共融的

发展。

3 “人民家园”理念及实践的社

会影响

“人民家园”理念通过作用于物质空

间规划进而影响社会发展，其理念传导

路径见图5。通过研究魏林比新城全生命

周期的规划实践，发现其综合实践过程

中形成了一套围绕“人民家园”理念的

空间规划方法、规划过程管理机制以及

政策支撑体系，最终以评定魏林比为国

家文化遗产的形式巩固了整套综合实践

的成效，对瑞典国内及国际社会都产生

了重要影响，总结为以下4点。

3.1 推动城乡建设理念迭代发展

“人民家园”目标理念下的规划技术

方法推动了城乡建设理念的迭代发展，

过程见图6。首先经历了从制度到技术的

拉 动 ， 1926 年 在 诺 拉 安 比 （Norra
Ängby）等地实践的“自建住房计划”开

启了瑞典空间建设模式与方法的本土化

转型，此后“预制住房”成为了支撑这

一制度而衍生出的重要新城空间建设方

法。魏林比作为斯德哥尔摩老城外延路

线上紧邻诺拉安比的新城，自然而然继

承了这一空间建设模式与其内涵的实用、

表1 基于“ABC”模型的魏林比规划解析
Tab.1 The planning in Vällingby following the ABC-Town concept

序号

1

2

3

4

5

结构特征

工作—中心—工作

城际布局模式

公寓住区—独户住区

住区布局模式

城区中心—邻里中心

两级中心体系

中心—住区—工作

功能布局模式

轨道—车行—慢行

相互独立的交通体系

图解 规划解析

工作区域呈现大范围聚集、两侧辐射带动

的特征，魏林比新城两侧各布局了一个约

30 hm2的产业区，设置独立轨道站点，沿

地铁线与城区中心交错布局，各站间距

1 km，既保持了产业空间的独立性和可达

性，也便于辐射两侧的新城居民就近就业

环绕城区中心布局用于出租的公寓住宅，

外围结合地势与环境分 3处布局排屋、小

别墅等家庭型独户住宅；社区中均衡配置

幼儿园、游乐场等儿童服务设施，相对集

中的布局学校、赛事体育场、训练体育场

等体育设施

城区中心与地铁站共建，包括核心商业中

心、邮局、文化中心、手工业作坊、大型洗

衣店等设施；邻里中心分布在周围的独户

住宅单元中，包括幼儿园、游乐场、自助洗

衣店等便民服务配套

每一片大的住区都基本等距地覆盖公共

服务中心与工作空间，公共福利、工作岗

位供应与住区凝聚为一个整体，无论住在

哪个位置的居民，都可以实现最远 300 m
可达中心，600 m可达工作，实现产城融合

的空间状态

新城的交通体系有 3个特点：第一，车行交

通与慢行交通体系相互独立；第二，慢行

体系与轨道交通站点衔接紧密；第三，人

车分离的慢行体系串联起森林、湖水、城

堡等自然与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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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名称

斯蒂夫尼奇

魏林比

塔皮奥拉

国家

英国

瑞典

芬兰

建设年份

1949

1951

1953

住房类型

独栋住宅

占主导

以街区公寓为

主，也有排屋

和独栋

住宅类型混合

预期人口 /万人

6

2—3

1.2

工作岗位引入情况

早期过于强调就地就业平衡，设置了复

杂的住房申请审批程序，使新城人口阶

层单一，并排斥了低收入群体

由政府牵头带动大企业迁入，到1960年
代工作岗位的数量已超过预期

第一阶段的扩张中没有规划主要的

工作场所，受到诸多批判

表2 3座新城早期实践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three new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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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自给自足的价值内核，同时创新

实践了“ABC”规划理论，将技术探索

从住房、住区层面升级到城市维度，将

建设的形式和标准升级为一种具有凝聚

力的社区治理模式。

此后在“百万住房计划”的推动下，

魏林比作为规划模板培育了众多新城，

使城乡建设技术在大量的异地繁衍中逐

渐凝结为瑞典独特的空间建设传统——

以实用主义、平等主义、集体主义为内

核。基于这一传统，在不断融合新的生

活方式、消费方式、工作方式的迭代过

程中，衍生出众多富有国家特色、闻名

世界的产业与空间。最著名的就是瑞典

国民品牌“宜家家居”（IKEA），它的出

现和成功并非偶然，标准化的预制构件，

装配式的家具形式，这些创新特点正是

根植于瑞典独特的空间建设传统。还有

全球第二大科学城基斯塔（Kista），在继

承魏林比规划模式的基础上细化混合用

地颗粒度，将社区式的邻里互助、服务

共享引入创新空间，在全球科学城中以

人文性独树一帜，吸引容纳了许多全球

公司的总部与展厅，如爱立信、IBM等，

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型技术大社区与创新

活动大家园。

3.2 治理视角下的规划过程管理样板

以魏林比为代表的空间规划时期，

吸纳技术专家进入决策体系的过程管理

机制为现代主义建筑师、规划师提供了

与政策兼容并蓄的空间，规划师、建筑

师和政治家有机会坐在谈判桌前，相互

分享对进步和现代化的理念与认识[22]，
政策意识、文化意识、美学意识等多重

意识形态在二者之间达成共识，探索出

一种政治家与技术专家共同携手就社会

事务与城市发展共商共建的合作模式。

以魏林比新城规划师斯文 •马科利

乌斯（Sven Markelius） [23]为例，他既是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成员也是社

会民主党人，既是瑞典皇家规划委员会

的主席，也是斯德哥尔摩城市规划办公

室的主任[24]。得益于此，他既是瑞典国

内与国际现代主义思想之间的桥梁，也

是现代主义先锋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

纽带，相似的锚点还有很多。这一融合

政策领域与技术领域的过程管理方法使

城市建设往往能够深入社会的根本需求

与变化中，将城市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

在一起探索治理方案。

3.3 保障空间资源公平分配的政策样板

在推动住房量产的同时，政府还出

台了一系列公共政策以保障住房供给尽

可能人人平等（表 4），这些政策使政府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建设什么样的

住房、在哪里建设以及最终住户的成本

是多少[25]。
更重要的是，围绕“人民家园”目

标理念的住房保障体系是伴随新城规划

全过程的。从土地政策的部署开始，到

在规划布局过程中紧密结合监管政策控

制保障性住房，既能布局在交通便捷、

配套设施丰富的区域，也能控制租赁价

图6 “人民家园”思想体系下的城乡建设迭代进程
Fig.6 Waves of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influenced by the People's Hom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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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人民家园”理念传导过程
Fig.5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eople's Home

表3 魏林比住宅类型分析
Tab.3 Housing types in Vällingby

类型

独户住宅

电梯公寓

板式住宅

形式源流

瑞典作为农业国的传统类型

其一，受瑞典功能主义影响；其二，

物质空间规划与社会福利政策的

高度协同

独户住宅与高层电梯公寓之间的

折中方案

特征描述

主要为排屋和小别墅，大部分有3—4
个房间，占地70—80 m2

8—10层的高层电梯公寓

魏林比最常见的住宅类型，

低成本、普适性

目标群体

全龄型家庭

面向单身、未婚和

没有孩子的家庭

面向低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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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如前文魏林比的规划解析中，用于

租赁的公寓住房反而布局在紧靠城区中

心的位置，便于集中、就近享受服务与

轨道交通，同时公寓住宅较高的密度也

反过来支撑了中心区域的人口活力。

这一将住房公共政策融入规划全生

命周期的方法使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从

住房公平供应提升到了包括配套服务设

施、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在内的整体空

间资源公平分配的维度，成为了此后保

障社会公平的政策样板。

3.4 生长中的文化遗产：城市发展新愿

景的范式原型

魏林比于1987年被认定为国家文化

遗产，城区中多座建筑受《文化遗产法》

严格保护[26]，以此纪念和保护一段为建

设“人民家园”而努力的国家历史，持

续维护魏林比作为第一个“人民家园”

样板的国际声誉。

魏林比在全球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社

会影响力，尤其是建成后的 20余年里，

世界各地的政府团体、专业团体和个人

到访络绎不绝。“魏林比为许多到访的人

提供了新的想法、新的挑战，或坚定了

原本的信念”，彼得 •霍尔（Peter Hall）
在短文中回忆1955年，23岁的他第一次

到访魏林比的经历，“访问魏林比对我和

其他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时

刻，是一个伴随我一生的启示”，以及

“对于任何一个 1950年代心怀热切的学

生而言都是如此，这次旅行揭示了综合

规划的可能性，从区域战略到模式化的

新城住区再到人民的生活福祉，斯堪的

纳维亚的国家可以通过社会民主政府，

将建设一个完美城市的决心、远见和能

力结合在一起”[26]。从这些主观描述中

可以窥见魏林比新城在那个时代对一颗

具体心灵的影响。

1980—1990年代，人民的生活方式

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家庭更依赖汽

车，人车分离体系变得不便，因而许多

人搬离魏林比[27]。每一种规划模式都有

其时代性，魏林比并未停留在文化遗产

层面的影响力，至今仍在尝试寻求新的

成长与改变，以适应时代变革与人民生

活方式的转变。当前魏林比已成为响应

时代需求的范式原型，以它为母题发展

出了应对城市发展新愿景的“ABC 2.0”，
即“活力之城”（Activity Based City），面

对流失的人口、局部的萧条以及遭受冲

击的“小镇精神”，以“活力复兴”为新

的发展目标，体现为一种生长中的文化

遗产特征。目前由斯德哥尔摩政府联合

多家知名企业，如科进全球（WSP）、斯

堪尼亚汽车（Scania）、中国港铁（MTR）
等，共同搭建了一个以“ABC 2.0”为主

题的研讨平台，围绕“斯德哥尔摩地区

如何面向未来”等时代发展新议题[27]，
共同探索一个理想的城市新范式。

魏林比作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极具

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新城，也在不断应对

新的时代考验和文化冲击，人们也在观

察和研究它的同时不断思考，理想的城

市究竟如何，这也正是文化遗产的生命

力所在。

4 思考

我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明确了“我们

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政府是人

民政府，我们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这

一根本的“人民观”[28]，在“一五”“二

五”时期带领人民开展了诸如“工人新

村”“单位大院”等社会主义改造和建

设，形成了早期“服务型”的“人民

观”。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

于”标准，其中“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将“人民观”从社会革命转向

城市建设[29]，开启了 1980年代城市规划

领域对生活服务配建标准的研究。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并明确

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将“人

民观”拓展成为“人民中心观”。学术界

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展开了对规划编

制与发展路径的探索，上海市开展了

“15分钟生活圈”的规划实践并推广全

国[30]。在“人民中心观”下，“人民城

市”理念随之确立，2015年举行的中央

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

出“人民城市”重要理念[31]，不仅揭示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人民性，更为

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城市建设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工人新村”“单位大院”的社区

模式，到 1980年代的生活服务配建标

准，再到“生活圈”的规划技术标准，

如今“人民城市”作为最高城市发展理

念，在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领下，我们形成了

一套自己的“人民观”诠释与城市“人

民性”探索。

尽管成长于不同的土壤，发展形成

了不同的脉络，但无论是瑞典的“人民

家园”还是我国的“人民城市”，都发源

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这颗思想种子，同

为谋求“人民福祉”，同为“应人民所

需”。两国虽在体制等多个方面不尽相

同，但我们仍可参考其目标理念实现过

程中的技术方法与路径，为我国“人民

城市”目标理念的实践框架搭建提供镜

鉴，以此增进彼此在“人民观”层面的

相互交流和探讨，促进彼此在提升城市

“人民性”这一事业中的发展进程。

通过对瑞典“人民家园”理念体系

的实践及影响研究，发现其以“ABC”
理论为核心的规划方法、“政府—专家”

合作式的规划过程管理机制、从住房公

平分配到保障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以

及适应新时期的规划范式转型等内容，

对我国“人民城市”社会价值体系向城

市物质空间延展、转化，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见图7。

政策类型

土地政策

监管政策

租赁政策

内容

斯德哥尔摩市政府从19世纪晚期开始在郊区购买大量土地，为政府主导住房供应
创造了根本条件，避免了资本市场对土地和住房的投机[21]

政府出台了一套监管和补贴体系：综合监管针对贷款利率和房地产公司；补贴体系既有住房补
贴，也有鼓励开发商建设租赁性住房的补贴制度[25]，以实现政府对租赁价格的控制

尽可能降低公租房租赁门槛，如魏林比大多数住房由非营利的国有住房公司建造，
申请人无须接受经济状况调查即可申请[18]

表4 保障住房公平供给的公共政策
Tab.4 Public policies to ensure fair supply of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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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于“ABC”理论的规划方法借

鉴：深化我国城市空间的结构模式

瑞典“人民家园”理念下，以

“ABC”理论为核心的空间规划方法，以

精准定位当时的人民需求三要素作为核

心抓手，从需求要素的精准识别，到围

绕要素落位的结构模式，整个过程的一

致性和连续性保持，对我国“新城样本”

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新城作为我国新市民集中落脚的地

带，在需求识别和要素配置方面仍存在

“见物不见人”的问题[31]，肖宏伟等[32]研
究发现，我国部分新城对中心城区的依

赖程度仍较高，仍具有一定卧城属性。

由此，响应“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需

以空间资源的均衡配置为目标深化城市

空间的规划结构模式。目前有生活圈、

完整社区等基础的要素框架和规划标准

模式，以生活圈为例，其内容缘自《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所规定的一套

技术标准，这显然是不够的。当前城市

空间的营造与配置，已不单单是局部圈

层内生活服务的自给自足，而要从综合

功能的完整性、均衡性与动态治理维度

出发，超出技术标准层面的要求而升级

到综合性的城市资源配置，如居晓婷

等[33]总结上海五个新城在高端产业、科

技创新等功能上存在短板，公共服务与

环境品质仍有待提升，这需要将视野拓

展向区域甚至全球，在更大范围内协作

互补。

4.2 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规划过程管理

借鉴：进一步拓展“责师”制度

在城市规划领域，由公共政策推动

的“政府—专家”合作模式在我国已有

初步实践，包括总规划师、总建筑师等

各类总师，以及责任规划师和社区规划

师，将专家作用融入项目的技术、决策

全过程。以此为基础，围绕“人民城市”

目标理念，接下来应进一步拓展专家参

与的维度，从“人民城市”研究到“人

民城市”实践，全程作为共同探索的对

象。具体而言，应从以“人民城市”为

主题的专项规划研究开始，各省市在政

府与专家的合作下进行综合研究与部署，

共同划定“人民城市”示范区或先行区，

开展从理论到实践的综合规划。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总师”“责师”

制度实则正是一种“公众参与”的高级

形式，是对“人民城市”理念内核的制

度回应。

4.3 空间资源公平分配的政策借鉴：从

规划全局出发落位住房保障体系

现阶段围绕住房的公平供应与分配，

仍然是我国“人民城市”目标理念落实

的重要议题。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部署是

我国落实住房公平的重要手段，但目前

其供应仍面临空间错配和公平缺失的隐

忧[34]：如王承慧等[35]在对南京某保障性住

区的居民满意度进行测度时发现，文化、

体育、养老等设施普遍不够用，医疗卫

生、教育和社区服务等设施质量不高。

此外，近年来我国住房保障群体呈现多

元化特征，尤其在超大城市中，年龄结

构逐渐趋于年轻化，其需求也更加丰富

多元，在这一背景下公租房的准入与分

配原则就缺乏适应性。

对标瑞典，保障住房公平分配的公

共政策作为魏林比规划建设全流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新城建设之初的土地供

应，到建设中包括建设融资、建设标准

等方面的全程监管，再到建成后低门槛

的分配原则，都与新城全生命周期的规

划建设协同开展。因此，我国住房保障

体系在解决从“无”到“有”的基础上，

未来必然要实现从“有”到“优”的质

变，从住房本身的公平供应走向包括环

境资源、社会资源在内的整体资源分配

公平，这便需要将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建

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部署，从全局出发

落位住房保障体系，甚至是借助当前空

间规划体系改革的窗口期，将住房保障

体系的相关公共政策融入国土空间规划

的各个环节。

4.4 时代新范式：探索新时期“中国模

式”下的理想城市范本

从作为神祇家园的雅典卫城，到我

国传统营城理念中“九经九纬，经涂九

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规划，

从代表苏联社会主义城市主义探索的

“莫斯科模式”③，到在“中间道路”意

识形态驱动下以“人民家园”为规划理

念的“瑞典模式”，可以发现一种意识形

态，一种人类文明的发展倡议，从其模

糊的探索阶段开始，理想城市模型就是

一个重要的载体。“人民城市”作为我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

期、新阶段下发展理想的实践转化，其

描绘的正是一个代表当代“中国模式”

的理想城市模型。

上世纪的魏林比新城作为瑞典探索

“人民家园”思想体系向物质空间转化的

范式，当前的魏林比依然以“人民家园”

理念为核心，探索的是存量环境中的城

市活力复兴。同样，我国“人民城市”

理论成果的落地转化，一方面在于高标

准建设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重

要新城作为“人民城市”示范区，另一

方面在于在老城之中探索“人民城市”

的实践转化，小到社区级理想城市单元，

大到老城的活力复兴对整个城市人民性

的影响。

无论是面向世界的新城窗口，还是

历久弥新的老城中心，浓缩其中的是中

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民的社会趣

味、中国人民的世代传统，集中探索的

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从抽象的概念

转化为具体的方法。我们要构建一套属

于自己的“人民城市”建设模式和政策

体系，实现“中国式城乡建设现代化”。

注释

① 魏林比在保障岗位供应上的措施，较为直

观、显著的是国家牵头带动工作岗位引

入，协调了包括瑞典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瑞典住房”（Svenska Bostäder）、大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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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对贯彻我国“人民城市”价值体系的
借鉴

Fig.7 Refere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ople'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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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大瀑布电力公司”（Vattenfall） 等

入驻魏林比；根源性的措施是国家政府在

劳工组织和雇主总会之间发挥协调作用，

推 动 了 “ 萨 尔 特 舍 巴 登 协 议 ”

（Saltsöbaden Agreement）签署，整体增加

了全国的岗位供应。

② “社团主义推行政策”的重要组成包括住

房公司协会 （SABO） 和全国租户协会联

合会 （HGR）。在“人民家园”目标下，

这两个组织和社会民主党之间有着紧密的

意识形态和人员联系，使得长期以来这两

个组织一直与社会民主党政府制定的政策

保持一致，这也是“社会社团主义”能够

在瑞典住房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根本

原因。

③ 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苏联共产党大会上，

称莫斯科应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模范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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